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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华服

●《小楼春秋》解说词：

扫 此 二
维码，观看本
期节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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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旧居在那个年代出现是比较新颖的，它的建筑风格应该

说还是比较朴实的，前后两个楼，中间有一个花架进行连接，比较

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符号，虽然没有大屋顶，但是青砖砌筑

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花饰等，更有中国传统韵味。（节选，有改动）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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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上有一座幽静的小院。小院中现
有前后独立的两幢小楼，临街小楼前立着一座半身铜像，下
书几个秀丽的楷体大字“曹禺故居纪念馆”。这里不是曹禺
出生的地方。在同田本相先生的访谈中，曹禺说过：“我出生
在天津小白楼，是平房，哪个胡同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住在一
个胡同口上。”曹禺7岁时，父亲万德尊用多年的积蓄买了房
产，距离天津东站很近，位于“意租界二马路28号”，就是现在
的曹禺故居。直至转学去清华大学之前，曹禺都生活在这
里。近代天津是戏剧大师曹禺诞生的地方，曹禺正是从这里
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曹禺成为剧作家，得益于近代天津文化环境的熏陶。近代
以来，天津戏曲、曲艺发达，各种传统的舞台艺术品类繁荣。曹
禺的继母爱看戏，耳濡目染下，他逐渐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小时候看了不少京剧，求学期间也偶尔上台表演；还看昆
曲、听大鼓等，从旧戏中学习了不少描写人物性格的技巧。天
津开埠之后，西风东渐，文明戏盛行，曹禺又看了不少文明戏，
从中体会到戏剧对观众的感染力。丰富浩瀚的曲艺种类，既在
曹禺身上播下了戏剧艺术的种子，又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为
他从事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借鉴资源。

近代天津的新剧运动为剧作家曹禺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
础。曹禺曾说过，“我很感谢南开新剧团，我一生最后坚决搞
戏，就是南开新剧团培养起来的兴趣和信心”。南开学校是现
代话剧演出的中心，“创办以来，一直在学业之余，为改进社会
风气，也为教育自己，演普通话的戏。老师和学生编话剧，导话
剧，演话剧，并且公开举行演出，受到津京观众热烈欢迎。”对戏
曲本就有兴趣的曹禺就读南开学校，可谓如鱼得水。他15岁
进入南开新剧团，拜曾留学美国的张彭春为师，和他一起改编

剧本，并多次在剧团演出的中外名剧中扮
演重要角色。舞台实践使曹禺熟悉舞台、
熟悉观众，熟悉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
他创作时会考虑舞台表演、剧本审美、观众
接受诸方面的综合效果，所以其作品一问
世即不胫而走，获得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近代天津处于北京政治舞台的幕后，
是一个商业发达的现代大都市，丰富多元
的社会环境为曹禺提供了纷繁复杂的生

活体验。曹禺的许多剧作都是以天津为中心孕育的，成名作
《雷雨》虽是在清华读书时写就，但早在南开中学就读时他就开
始酝酿、构思。《雷雨》中的繁漪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情感细腻
丰富，而封建伦理对妻子、母亲身份所规定的贤良淑德的要求，
与其极端的个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周朴园是封建专制制度
的代表，他曾经也有深爱的人，却最终屈服于封建伦理，抛弃了
侍萍和孩子，变成了封建制度的继承者。他总说繁漪精神不正
常，强迫她喝药，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在他
的专制统治之下，呈现的是新一代生命的萎缩、扭曲乃至毁灭。
从封建伦理观念来看，繁漪的行为为人所不齿，然而，她身上体现
出的“非理性”的魔力让人动容，那是个体生命的绝望抗争。

剧中雷雨的意象非常具有象征性。表面上是剧本设定的
自然环境——夏天那令人气闷的雷雨之前的天气，读来却总让
人联想到那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也似乎隐隐期待着
一场挟带着霹雳闪电的雷雨，能冲破桎梏、清洗掉一切罪恶。
这意象的形成与曹禺的家庭环境有些关系。曹禺的家庭，生活
无忧。父亲虽然对他很好，但脾气有些喜怒无常，动辄大发雷
霆，家中经常“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非常可怕”。曹禺自幼失
去生母，心性敏感，这压抑的氛围被移植在《雷雨》之中，成为曹
禺忧郁气质的抒情性呈现。

曹禺的剧作一般不会详细地描摹社会背景，他更注重攫取整
个时代精神的灵魂。近代天津与上海同样租界林立，所以曹禺的
另一部名作《日出》常被误解为以上海为背景，其实却地地道道地
取材于天津。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曹禺跑遍了天津城的每个角
落。剧中交际花陈白露的活动场所是以豪华的惠中饭店为原型，
那里既有各种社会上层人物出没，也隐藏着种种肮脏的交易。第
三幕中下层妓女翠喜的生活场景，则是曹禺在“三不管”、侯家后、
富贵胡同等地方调查研究后的真实写照。在《日出》中，他塑造了
黑帮老大、富婆、银行职员、下层妓女、交际花和知识青年等各式人

物，用零散的生活碎片构成了近代天津的横断面。南开学校的话
剧实践赋予了他同情弱小、试图改造社会的人道主义观念，通过对
比描写奢靡的现代空间与小人物挣扎的底层空间，曹禺对那个“损
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提出了批判。值得一提的是，处于现代与传
统之间，曹禺并未盲目地赞扬现代的进步，他也不愿用田园牧歌去
批判都市的罪恶。从陈白露的过往经历可以看出，曹禺对乡村的
真相有着清醒的认知。那么，到底如何才能拯救那个日益腐朽沦
落的社会呢？曹禺当时也没有明确的想法，所以只能由自始至终
伴随的工人的打夯声中透露出模糊的希望。

抗战爆发前夕，曹禺离开了天津，他的创作也随着时代脉动而
变化，后来又有《原野》《北京人》《蜕变》等作品问世。然而，纵观其
一生成就，他的创作高峰是天津给予的。近代天津造就了曹禺，也
随着曹禺的剧作而永远留存了下来。曹禺故居承载着戏剧大师曹
禺那个敏感忧郁的诗魂，是当代天津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

时光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曾有过屈辱的百年。曾几何时，
“衣冠王国”似乎有些遥远，西装领带仿佛才是文明的体现。

如今，中国人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强大起来。我们秉承
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平等地看待各国文化，不再认为西装是
先进的代表，客观地说那只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快速发展的智能
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服装都显示着丰富且厚重的文化积
淀。抛却具体款式与质材，就服装文化而言，没有高低之分，没有
陈旧与前沿。

早在公元前2900年至前2700年间，埃及第一、第二两代王朝
时，被公认为尼罗河流域第一人的纳尔莫就成功统一了上下埃
及。他曾身穿显赫的灰色铠甲，铠甲关节板上有一个圆形凹陷，上
面涂抹了不同颜色。仅腰间就有四条念珠连成的下垂装饰，每条
垂饰上端有一个带角的人头，这是埃及女神海瑟的象征。腰部侧
方垂吊一条雄狮尾巴，拖至脚踝，它标志着该着装者具有杰出的才
能和本领。我们能说这些服饰在现代看
来太过落后了吗？能够认为那是不发达
的标志吗？要知道，五千年前的埃及服
饰工艺水平是相当高超、无与伦比的。

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
的美索不达米亚，诞生了两河流域的文化
艺术，出土于约公元前2600年—前2000
年的“皇家陵园”珠宝，简直令人叹为观
止。伊拉克南部乌尔曾有1840多座墓葬
被发掘，其中一座大殉葬坑出土的殉人和
随葬品数量惊人，因此被称为“皇家陵
园”。在这里出土的饰品，有的项链上悬
挂着用珠子间隔开的金环，有的穿着三角
形的金片和树叶形的金挂件。它们都用
不同形状和质地的石珠交替穿在一起。
另外还有巨大的船形金耳饰，由于阿富汗
西北部的巴达赫尚有天青石矿，印度西海
岸的坎贝湾有深橘红色玛瑙，因而这些饰
品上常镶嵌亮丽或具有浓重色彩的宝
石。如果我们今天将当年的佩饰穿挂在
自己身上，丝毫也看不出历史的遗痕，反
而会被认为是最新式样的奢侈品。时尚
总是轮回的，怎么分出来新与旧呢？

中国可谓衣冠大国，早在公元前
1046年建立的周王朝就已经建立了完整
的服装制度。正式史书有“二十四史”，
加上《清史稿》共有25部，其中10部史书
中设立了专门的“舆服志”，即记载了车
马仪仗等礼仪规定。儒家经典“三礼”，
其中《周礼》《仪礼》大篇幅论及服装，《礼记》更是有单独一篇“深
衣”。《战国策》《左传》《史记》等都有诠释古代礼制的内容，保存了很
多有关服饰规格、风尚的史料。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生产技术
的专书，“百工之事”的各类叙述中自然涉及练丝、染色、皮革等制作
细节。哲学著作《春秋繁露》《淮南子》，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多能
鄙事》，训诂书《尔雅》《广雅》《说文解字》等，均包含服饰。其他语言
笔记类《急就篇》《古今注》《酉阳杂俎》《梦溪笔谈》《东京梦华
录》……数都数不过来，可见中国服装文化有多么深远、高博、伟大！

也许，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机械、道路设置等都带着见棱见
角的工业味儿，一时使人感到阔衣大袖和繁缛饰品难以与之相处，
因此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非工业文明国的服装根本无法在现代
生存了。可是，谁都没想到，世界多元了，尤其是智能时代的到来，
大家都坐在平板电脑前，已显不出谁的服装更便捷。

这时候，人类社会信息互通，大家方有感悟，很多国家很多民
族的服装相当美，其内涵也相当深奥，西式服装并非一家独大。先
说中华民族56个兄弟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那数不清的服装样式
令人赞叹，再放眼亚洲范围，东南亚人的传统服装，男子多有布质
“包头”或“缠头”，尽管称谓不一；女子的头上则插戴饰品，或是以
布质头巾与辫发扎系在一起，很多都与传统文化有关。男女的上
衣多无领，有对襟或大襟；下装男有裤、裙两种，女子多为裙。男裙
一般只在正面用结子束用，女裙则在侧面束住。对于这种长及膝
下的男子短裙，称呼并不完全一样，可是相当有特色。当然最有特
色的是内涵非常深邃的佩饰品，因为佩饰品往往显示着各民族的
图腾和风俗，这些种类及其区别在人类文化大百科辞典中都很难
尽数查到，我们能说他们的服装不够现代吗？如今挖掘传承都来
不及，还能贬低这些民族服装的价值吗？

今天的世界主流更倾向于和平与发展，网络使人视阈更广阔，
更容易看到其他民族的面貌，也更易于正确评估本民族的文化高
度，中国青年人越发热爱自己的祖国，频频掀起国潮热，这是一个
当代思维理念确定的典型。我们以新的眼光去平等地审视各国各
民族服装，才发现世界服装本无高低。智能时代有助于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而服装正是显现的文化载体。

谈起古诗文中的“袜”，最能引发美好遐思的，无如曹植
《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一般形容仙子行于水上，必想象其一尘不染，但这里轻
盈的罗袜怎会生尘呢？有人说这是比喻，《文选》五臣注吕
向曰：“步于水波之上，如尘生也。”但如此平凡尘俗的喻体，
似远不能与那清澈的水波或水波上晶莹缥缈的水雾相媲
美。又有人说这是一种特异的真实，《文选》李善注：“言神
人异也。”即洛神遵循神的原理，她走在水上本就能生尘。

废名先生《罗袜生尘》一文认为这恰体现了诗的真实性，
并引李商隐《袜》诗中“好借常娥
著，清秋踏月轮”之句，指出嫦娥脚
着洛神袜的趣味，就是以“渡水欲
生尘”这一意象的真实为基础的。

其实，即便说“生尘”是比喻，
背后的原理也是指向生活的真实，
本体玄幻而喻体常见，一下子让人
从文学的奇思回到质朴的真实，说
不定还要低头看一看自己脚上穿
的袜子。这种真实，就是想把“飘
忽若神”的仙子说得离我们很近。

嫦娥也是仙子，且就在月轮之
上，何必要脚着洛神之袜才能踏月
轮呢？还不是因为穿上这罗袜能
如履平地，接近常人吗？于是，所
谓“踏月轮”其实就是“踏月轮渡
水前来相会”之意（参见刘学锴、余
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

当然，“罗袜生尘”的妙处，还在
于它虽然凌波却依然干燥，否则，尘
就成了泥。带水拖泥，美感全无。
这也是“神人异”的一个体现。

凡间的袜子当然是遇水而湿，
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

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说班婕妤深夜凝思，伫立良
久，罗袜为潮气所湿，阴凉生于足底，痴情见于无言，可怜可叹。

罗袜就是一种袜子，但是与袜子的“味道”很不相同。“罗
袜”因其材质精巧而容易入诗，日常的袜子却大概很难引发
诗意。流行歌曲《味道》形容相思时说：“想念你白色袜子，和
你身上的味道。”句中“味道”虽在“身上”，但紧挨袜子，恐难
以让人产生清新的联想。与前人“罗袜”诸多诗句相比，也许
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却显得缺少那古雅的风致了。

天津天后宫附近曾有一条著名的袜子胡同，细长而潮湿
的老街以袜为名，在很多人看来最起码称不上雅致。诗人王
焕墉先生曾居于此，每于书翰之上钤一方“与可投绢名我巷”
朱文印，是篆刻家张牧石先生所刻。这当然是用苏轼文章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的典故，与可善画竹，四方之人
持缣素来求画，他看不上，扬言要拿它们作“袜材”。这方印
章不但暗含“袜”字，也在字面上借用了与可的雅气和傲气。

只可惜王先生不会画竹，印文切中胡同之名，却未完全
切中自身才能，“袜子”依然真实，而文人雅意却仍属于个人
化的寄托；但他用一方印章增添了袜子胡同的高雅，不能不
说是“袜子”的内涵在地名文化中的一次提升。

草庐陋窗旁，前年移栽了两株参天的银杏，树干挺直
犹苍，枝繁叶茂向上。夏日郁郁葱葱，扑面清新，蔽日遮
风；秋来金黄可掬，雍容华贵，俊朗雄踞。

银杏树给人的感觉是高挑挺拔、气宇轩昂。枝干伸
得奇异，思维果敢，行云流畅，让人震撼；叶子展得文雅，

宛若扇页，清扬含蓄，逸然可人。世上没有哪种树像它那
样，枝干与叶片混搭得如此大胆，如此绝对，如此协调，珠联
璧合，相得益彰。

深秋，捧起满眼的金黄，晾晒整理装成枕袋。据察，银
杏叶制成之枕，淡淡幽香，能改善人体呼吸，提高睡眠质
量。余不以为然，倒觉得将其制成书签，极为实用，浅浅书
香，弱弱儒生，黑白相间中透股清澄，温润心脾，令人浮想
联翩。

傍晚，四周洋溢着宽厚粗重的怀旧气息，悠逸的橙黄于
斑驳中升起，更加映衬出它的经典。推却白昼，卷起窗帘，
薄暮涌进如烟，无量雅致，一抹沧桑，绚美得让人心颤。淌
着轻轻的墨染，我要把银的月亮嵌镶在金的扇面之间。

银杏树
刘松林

徐大同先生所著

文集及主编的部分专著

不久前，欣闻恩师徐大同先生的塑像即将在天津师范
大学校园落成，今年又恰逢先生95岁冥诞，我回想起在先
生身边亲承教诲十九载的历历往事和点点细节，不禁思绪
万千，感慨系之。

一

在本科读书期间，我就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报考研究生时，我对国内政治学
界的相关情况作了充分的了解。之所以最后选择了天津
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理论专业，就是因为这里有徐大同先生
坐镇。入学前，我便熟读先生主编的教材和撰写的文章，
因此，我是带着对先生的崇敬来到师大求学的。

徐大同先生1928年9月出生于天津，1949年1月参加
革命，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和工作；1950
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政系任教；1973年转
入北京大学国政系任教。

虽然先生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法学说的第一批宣讲
者，但他学术生命力的勃发却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他
从北京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当时叫天津师范学院），此后便积
极投身于我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1982年是先
生学术生涯中最为繁忙而重要的一年：4月至5月，他受邀为
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委托复旦大
学国际政治系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讲授西方
政治思想史；4月至6月，受教育部委托，他在天津师范学院
主持了全国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7月，他主持
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列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
选规划（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

此后，先生带着团队长期耕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当
代西方政治思潮以及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领域，推
出了一部又一部在当时国内具有开创性和领先性的著作、
教材与工具书。同时，他还致力于中国政治学会的筹建和
发展，曾长期担任学会的常务理事、副会长、顾问，并长期
担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政治学会会
长、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可以说，先生是新时期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界当
之无愧的奠基者。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天津师范大学政

治学学科成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镇。

二

我在先生身边受教近二十年，硕士毕业留校后长期担任
先生的学术助手，又加上我住得离先生寓所很近，常到先生
家里帮着处理一些杂务琐事，所以我在方方面面对先生都有
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又在方方面面得
到了先生的关照。

如果要用几句话来总结先生的一生的话，我想或许可以
这么来概括先生的理想信念、治学从教与为人处世。

首先，先生在政治上是追求进步的，在信仰上是坚定的。先
生的一生经历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奋进崛起。正因
为如此，他从参加革命之日起便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上，将实现共产主义视为不渝之志，也为之奋斗终身。

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讲述过他入党的事情。先生在青年
时代，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一直没有入党；但正如他自己所
说，他是一直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1985年，他终于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人提示先生，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无党派人士身份；一旦入了党，可
能就没有机会再连任了。先生对此置之一笑，他说，入党是我
的夙愿，是我的政治生命；而政治生命是高于政治荣誉的。

其次，先生在治学与业务方面不断进取、追求卓越。先
生一直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作为自己的座
右铭，这不仅是他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勉。先生从不满足于
已经取得的成绩，总是把目光投向下一个任务。由此，他带
领团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先生也仍然笔耕不辍。他曾多次向
我提及希望修订他早年主持编写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直到后来他完成了内容和体量更为简约的《中国传统政治文
化讲录》，才算了却心愿。而在他人生最后的那段时期，先生
还在指导和牵挂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版）的修订和出版工作。正如
他在临终前不久向探望他的学校领导所吟唱的，“为国家哪
何曾半日闲空……”

最后，先生对学生在学术上是严格要求的，在生活上是关
爱照顾的。作为立德树人的“大先生”，先生形成了一套“教学
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教育理念。在“教做学问”上，一方面
先生始终向我们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为中国研
究西方，要有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先生在学术上又
是与时俱进、开明的，从不干涉我们的具体选题和论点。每当

他对我们的某个观点、见解有疑问或不同看法时，他总是能够
一针见血地点出症结所在，对于我们的含糊其辞，他从不轻易
放过，总是追问到底，直到把问题澄清；但只要我们能够给出合
理的解释，先生又从不固守自己的看法，绝不强加于人。

在生活上，先生对学生则是一视同仁地关爱。每逢节日，
他总要招呼一些没有回家的学生去他寓所叙餐，让大家感受
过节的氛围。许多同门都将先生视为良师益友，即便在毕业
多年以后也都愿意向他倾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惑。

三

自2000年投入先生门下，我便在学业、生活等方面得到
先生的悉心教导与尽心帮助。

秉持“三教”理念，先生对学生的教导不仅体现在课堂上，
也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提点上。念研究生阶段，我曾多
次陪同先生赴吉林大学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在行程间隙的
聊天中，先生总是据他观察到的我的言谈举止，结合人情事理
给予细致的点评，每每如此，让我这个从前只知埋头读书的懵
懂学子开始慢慢领悟人情世故。

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对自己的未来（就业还是继续深
造，在哪里深造）有过踌躇，先生对此多少有些觉察，但他并未向
我挑明，而是希望我自己作出选择。种种原因使然，我决定继续
留在师大攻读博士学位。记得有一次在与先生的闲聊中，我不
经意地提到自己的这一意愿，先生马上说了一句，那就留下吧。
虽然先生说得淡然，但我还是深切感受到了先生的喜悦。

学生时代还有一件事更是让我永志不忘。那是2003年
毕业季，也是“非典”肆虐的日子，我忽然患上了病毒性感冒，
连续好几天高烧不退。在半隔离的状态中，先生每日给我打
数通电话（那时手机还不流行）询问病情，纾解我近乎孤立无
援的精神压力，让我挺过了那段难熬的时日。诸如此类生活
上的细心照拂，先生的很多学生都有自己的回忆，并非对我的
特殊厚爱；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正是如此吧。

在学业上，先生也是知人善任，因材施教。记得我在确定
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担心自己硕士期间主攻的课题过于“时兴”
而打算放弃，先生得知后主动找我谈话，认为我在此课题上已
经多有积累，支持我继续沿着先前的方向推进，使我打消了顾
虑。先生的开明、宽和与通达，我曾听学界的多位前辈和同门
谈及，此后更是切身感受，这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

留校任教后，我有幸继续得到先生的亲炙。除了作为先
生的助手，在学术上向他请益之外，每当我在业务上或生活中
遇到困难、挫折时，我都会去找先生聊一聊，而先生总是会从
各方面对我进行开导，给予建议和帮助。这是我人生成长道
路上的独特体验，并让我受益终身。在我自己成了教师和导
师之后，先生自然成为我的垂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虽然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四年多了，但他生前的愿望如今
都在逐步实现。不管是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三教”教风，还
是他在治学方面提出的“为中国研究西方”的教导，以及他始
终坚持的“从头越”精神，都在天津师大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中
得到继承和发扬。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之下，师大政治学
人胸怀天下、守正创新，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而这也是对先生最好的告慰！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与行政学

院院长）

【学人小传】

徐大同（1928—2019），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生前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主编或合作完成专著、教材和工具书近20部，发表论文50余

篇，代表性作品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要作者）、《西方

政治思想史》（主编，多个版次）、《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

究》（主编）、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主编）、《文综史迹》和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等。


